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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社会需求、供给和制度主义这三种视角解释民间组织发展的

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转型时期民间组织发展地区差异的研究假设，并

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省级层次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研究表明，三种理论视角

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影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种不同类

型民间组织发展的具体因素各不相同；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嵌入于其所处的

地方社会情境之中，它不仅反映了地区的社会需求结构和居民资源状况，还

受到地区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进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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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中国“结社革命”发生过程中，各地区民间组织１的发展
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那么，哪些因素促进或阻碍着一个地区民间组
织的发展，如何解释民间组织发展的地区差异呢？

１．对于民间组织还存在很多其他的称谓，常用的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非营利部门、第
三部门、社会组织等等，特别是国外学者经常使用非营利组织或非营利部门概念，关于这些不
同术语之间细微差别的辨析和争论不是本文关心的重点。在本文，笔者不做区分地使用民间
组织、非营利组织或非营利部门三个用语。２００６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前，中国官方使用
民间组织这一术语来概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这三类组织，２００６年之后逐渐
改为使用社会组织这一术语。而在学术界很多学者仍沿用民间组织这一提法，本文也使用民
间组织这一术语。

需求理论认为，由于市场或政府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公共物品需
求，这为民间组织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空间 （Ｗｅｉｓｂｒｏｄ，１９７４；

Ｈａｎｓｍａｎｎ，１９８７）。供给理论认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受制于其运转所必
需的志愿和慈善资源供给状况（Ｂｅｎ－Ｎｅｒ　＆Ｖａｎ　Ｈｏｏｍｉｓｓｅｎ，１９９２；

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７）。制度主义理论则认为，国家制度环境造成非营利部门
在规模、构成和资金来源等方面的跨国差异，存在着多种非营利体制或
者说政府与非营利部门之间的关系模式（Ｓａｌａｍｏｎ　＆Ａｎｈｅｉｅｒ，１９９８；

Ｇｉｄｒｏ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间组织发展状况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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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需求结构、资源供给决定，还是由制度环境决定？任何单一理论都难
以解释民间组织的发展动力，只有将不同理论视角综合起来才能回答
这一问题。这些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能否解释转型经济国家民间组织
的发展状况尚需实证研究的检验。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历程、发展模式，以

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障碍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俞可平等，

２００２；王名，２００８；吴玉章等，２０１０）。从理论关怀上看，大多数研究
都认识到制度环境特别是国家层面的治理理念和政策法规对民间组

织发展的影响和制约（高丙中，２０００；谢海定，２００４；俞可平，２００６；王
名、刘求实，２００７）。还有些学者试图通过对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的
经验研究来分析中国情境下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性质和模式，进
而检视公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的适用性（郁建兴、吴宇，２００３；
康晓光、韩恒，２００５；范明林，２０１０）。国内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成
果要么从个案出发，要么聚焦于国家总体，而基于地区层次对民间组
织发展的定量研究基本上付诸阙如。本研究无意从整体上去争论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组织与政府关系的性质，而试图从地区层面来
探讨中国转型时期民间组织发展的动力机制。实际上，当我们将国
家层面的制度主义解释应用到地区层面时，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即为
什么在相同国家制度环境下民间组织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

异？这并不意味着制度性因素在地区层面不起作用，而是需要我们
将视线转向地区制度环境。但仅仅考虑制度环境仍无法充分理解中
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地区差异。
在反思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试图综合需求—供给视

角和制度主义理论来解释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地区差异。民间组织的
发展除了受制于国家宏观制度安排，更嵌入于其所处的地方社会情境
之中。对民间组织的“属地管理”原则更强化了地方社会情境对其发展
的影响。笔者认为，民间组织的发展不仅反映了地区的社会需求结构
和资源状况，还受到地区制度环境的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
究关心的不是政府的规制性（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制度环境，而是地区层面的经
济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进程对民间组织发展的影响。虽然不同地
区都面临着相同的国家宏观制度环境，但不同地区在推进市场化改革
和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进程方面却步调不一，这种制度变迁程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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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影响到民间组织发展的地区差异。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中国省
级层次的面板数据，笔者不仅检验了基于需求、供给和制度理论提出的
变量指标是否与民间组织总体规模有关联，而且还检验了它们是否与
各类民间组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规模有关联。

二、需求—供给、制度环境与民间组织发展

根据以往相关研究和中国的现实经验，笔者将从三个理论视角来
分析民间组织规模在中国地区之间何以存在差异的问题。前两个是主
要来自经济学的需求和供给解释，另一个则主要来自社会学和政治学
的制度主义解释。

１．当然也有极少量的社会团体属于公益性组织，比如志愿者协会。

在对民间组织的发展动力进行理论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其进行
一个简单的界定和分类。正如一些学者（王绍光、何建宇，２００４；王
名，２００８；俞可平，２００６）所指出的，中国民间组织的类型呈现出复杂
的图景，除了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之外，还有大量不
受民政部门管理的准政府民间组织（如各级工会、妇联、科协、工商联
组织等），以及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和未登记
注册的草根民间组织。由于很难获得这些类型民间组织的准确统计
资料，所以本研究对象只集中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根
据官方分类标准，中国法定的民间组织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
位和基金会三种。这三类民间组织在服务对象和活动内容上存在很
大差别。社会团体是一种基于会员制的互益性非营利组织；民办非
企业单位是一种以开展社会服务为核心的非营利组织；基金会主要
是以资金的募集和使用为核心的公益慈善组织。如果进一步借鉴美
国的分类方法，按照服务对象的不同，民间组织可以划分为互益性和
公益性两种。互益性组织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其成员提供服务，维
护其成员的共同利益或追求共同兴趣的实现，如学会、协会、商会等，
中国的社会团体大致属于这一类１。公益性组织存在的主要目的是
提供公共服务和从事公益慈善性活动，服务对象不是本组织的成员，
而是非特定的社会公众，如非营利性的学校、医院、红十字会、慈善组
织等等，中国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大致属于这一类。正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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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种差别的存在，影响互益性和公益性民间组织发展的因素可能
不同，有必要将它们分开来研究。

（一）需求—供给解释
１．需求解释
从需求角度解释民间组织的出现主要基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

论。某些类型的产品和服务不适合于市场或政治交易，所以导致了人
们对民间组织的功能需求。因此这些理论将民间组织视为市场和政府
部门的补充。
根据经济学的研究，在产品本身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产品或服务

的需求总量太小、某些人群缺乏支付能力、信息不对称等情况下会出现
市场失灵或者合约失灵，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在提供这些产品
或服务上面临着很大不足，政府或非营利组织将会成为更好的提供者。
非营利组织之所以更适合提供这些类型的产品或服务，主要是因为它
受到“非分配约束”的限制（Ｈａｎｓｍａｎｎ，１９８７）。非营利组织不能把获得
的纯利润分配给对该组织实施控制的机构或个人，它必须被完全用在
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上。“非分配约束”是非营利组织区别于营利组织的
根本特征，正是由于非营利组织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它们在市
场机制失灵的产品或服务领域中具有优势。
面对市场失灵的挑战，政府也可以发挥作用。政府提供公共物品

的内容、数量和质量是由政治决策过程决定的，政治过程可能会使政府
很难提供特定类型的公共物品，即存在政府失灵。在民主政体下，政府
对多数选民的公共物品需求做出反应，而无法满足一些特殊群体的需
求，这些特殊群体通常是少数派或者弱势群体（Ｗｅｉｓｂｒｏｄ，１９７４）。由于
政治体制和对社会公正的考虑，政府在提供特定公共物品和服务中受
能力的限制（Ｄｏｕｇｌａｓ，１９８７）。在中国政治体制下也存在政府失灵的问
题，有些群体（比如少儿、老人、农民工等）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
渠道，不能有效影响政府对公共物品的决策过程，政府无法充分满足这
些人群的公共物品需求。政府失灵为非营利组织进入这些产品或服务
领域提供了前提条件。根据韦斯布罗德（Ｗｅｉｓｂｒｏｄ，１９７４）的观点，非营
利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数量取决于政府部门能够满足选民多样化需求

的程度。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消费者需求的同质性越高，对政府不满意
的需求越少，则非营利部门规模就越小；反之，则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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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需求解释应用到地区层面的经验研究时，主要关注地区社会
痛苦（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程度和需求异质性程度与非营利组织规模的关系
（Ｇｒｎｂｊｅｒｇ　＆Ｐａａｒｌｂｅｒｇ，２００１）。首先，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为了满足
穷困或弱势人群的需求，因为这些人群掌握的物质和社会资源缺乏，不
能有效利用市场或政府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富裕地区成员会对弱势邻
居需求做出反应，通过捐赠或其他方式支持服务于这些目标群体的非营
利组织发展（Ｗｏｌｃｈ　＆Ｇｅｉｇｅｒ，１９８３）。一个地区的贫困或弱势人口越多，
则这个地区的社会痛苦程度越高。国外学者往往用犯罪率、老年人口比
例、少儿人口比例、贫困人口比例、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等指标来测量社会
痛苦程度（Ｌｅｅ　＆Ｗｅｉｓｂｒｏｄ，１９７７；Ｇｒｎｂｊｅｒｇ　＆Ｐａａｒｌｂｅｒｇ，２００１）。社会痛苦
程度对于互益性和公益性民间组织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因为贫困或弱势
群体自身掌握的资源匮乏，他们更需要得到社会的帮助，所以社会痛苦
程度主要影响对公益和慈善类组织的需求。
假设１犪　社会痛苦程度假设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地

区的社会痛苦程度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规模具有正向影响，
而对社会团体规模没有显著影响。
相比于市场和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优势在于其满足异质性需

求的能力。一个地区的人口构成越多样化，则需求异质性程度越高。
在多样化需求条件下，由于某些物品或服务的需求总量太小，营利性的
企业不愿出面提供；政府受制于政治决策过程和财政能力，也无法满足
所有居民的偏好。因此，人口或需求的异质性与非营利组织规模之间
可能会存在正向关系。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很多经验研究主要探讨地区
人口的种族、族群或宗教多样性与非营利组织规模的关系（Ｊａｍｅｓ，

１９８７；Ｂｅｎ－Ｎｅｒ　＆Ｖａｎ　Ｈｏｏｍｉｓｓｅｎ，１９９２；Ｃｏｒｂｉｎ，１９９９）。在中国社会情
境下，用种族或宗教构成的多样性来反映一个地区需求的异质性程度
并不适合，笔者认为城市化水平是一个更可取的指标。中国正处于快
速城市化进程之中，城市化意味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人口流动的频繁，
从而带来了需求异质性程度的提高。一方面，由于分工加剧导致社会
整合方式从过去的机械团结变为有机团结，基于职业和行业的结社行
为变得越发普遍（涂尔干，２０００）；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使得社会支持体
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亲属等传统社会支持网络已力不能逮，人们
更需要社会化的服务体系来满足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

·９７·

社会需求、资源供给、制度变迁与民间组织发展



假设１犫　需求异质性假设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化水
平越高的地区，各类民间组织的规模和民间组织的总体规模越大。

２．供给解释
供给理论认为，“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只是解释非营利组织发展的

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需求并不一定自动创造供给。根据资源依赖
理论，任何组织都不是自给自足的，为了生存和运转，它必须要从外界
环境中获取资源（Ｐｆｅｆｆｅｒ　＆Ｓａｌａｎｃｉｋ，１９７８）。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由
于其志愿性和非营利性，它比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外界资源的依赖程度
更为严重（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１９８７）。非营利组织的增长依赖于人力资源和经
济资源的充足供给。因此，在志愿精神和慈善资源越丰富的地区，非营
利组织越兴盛。
首先，非营利组织的出现需要“社会企业家”的存在，这些具备企业

家精神的社会活动家有动机和能力去创立和运营非营利组织。但人力
资源并不是随机分布的，只有在特定环境下才能获得。很多研究关注
社会企业家的可得性如何影响非营利组织的规模。有些学者认为，人
们的宗教动机会影响其对志愿组织的参与，一些宗教传统所激发的行
动主义推动了对社会企业家和非营利组织的供给，例如福音派与非营
利组织的形成有密切关系（Ｃｈａｖｅｓ，１９９８）。此外，地区居民的社会经济
地位通过影响参与率来影响非营利组织的规模（Ｌｉｎｃｌｏｎ，１９７７）。社会
经济地位高的成员是社会中的精英分子，他们更有能力成为民间组织
的创办者和管理者。有些学者证实了居民的某些社会经济特征（如高
等教育人口比例、４５－５４岁人口比例等）与非营利组织规模之间存在
显著的正向关联（Ｇｒｎｂｊｅｒｇ　＆Ｐａａｒｌｂｅｒｇ，２０００）。
假设２犪　人力资源供给假设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力资

源越丰富的地区，各类民间组织的规模和民间组织的总体规模越大。
除了人力资源之外，一个地区的经济资源状况也影响着非营利组

织的发展，因为非营利组织要从地区经济资源中获得注册资金、会费、
捐赠和服务收费。国外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地区的经济资源与非营利
组织规模密切相关。有些学者发现，人均收入或家庭收入与社会服务
类的非营利机构之间存在强的正相关关系（Ｃｏｒｂｉｎ，１９９９；Ｓａｘｔｏｎ　＆
Ｂｅｎｓｏｎ，２００５）。还有些学者发现，有效的购买力与慈善捐赠之间存在
显著正相关关系（Ｂｏｏｔｈ，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私人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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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越多的地区，非营利组织越发达（Ｗｏｌｐｅｒｔ，１９８９；Ｂｉｅｌｅｆｅｌｄ，２０００）。
还有些学者报告，越富裕地区，非营利组织规模越大（Ｗｏｌｃｈ　＆Ｇｅｉｇｅｒ，

１９８３；Ｂｅｎ－Ｎｅｒ　＆Ｖａｎ　Ｈｏｏｍｉｓｓｅｎ，１９９２）。
假设２犫　经济资源供给假设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资

源越丰富的地区，各类民间组织规模和民间组织总体规模越大。

（二）制度主义解释
经济学理论假定，对于特定物品或服务的提供，消费者可以自由地

在市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三者之间做出选择，这三种组织形式可以自
由替代。实际上，“非营利组织不仅是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还是社会
和政治协调的重要因素”（Ｓｅｉｂｅｌ，１９９０：４６）。因此，制度主义视角认为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远比经济学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理论所认

为的要复杂，非营利组织不是在社会空间中自由创立的，而是深深嵌入
于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架构之中。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受到政府意识
形态和政策法规的影响。每个国家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社
会历史根源，存在着多种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模式或者说非营利
体制（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ｒｅｇｉｍｅ），不同的非营利体制意味着特定的政府角色和
非营利部门的特定地位（Ｇｉｄｒｏ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Ｓａｌａｍｏｎ　＆Ａｎｈｅｉｅｒ，

１９９８）。根据政府社会福利支出程度和非营利部门规模两个维度，

Ｓａｌａｍｏｎ和Ａｎｈｅｉｅｒ（１９９８）区分了自由主义模式（低政府福利支出、高
非营利规模）、社会民主模式（高政府福利支出、低非营利规模）、国家主
义模式（低政府福利支出、低非营利规模）和法团主义模式（高政府福利
支出、高非营利规模）等四种非营利体制。这种制度化的模式不仅影响
着人们对非营利组织的需求和非营利组织的资源获得，而且决定着非
营利组织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性空间。
为了检验关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模式的制度主义观点，很多

学者关注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与非营利组织规模之间的关系。如果认
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是一种相互竞争和替代的关系，那么政府的福利
支出与非营利组织发展之间是一种反向关系，因为公共部门的扩张会
“挤掉（ｃｒｏｗｄ　ｏｕｔ）”非营利组织的生存空间（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０）。如果认为
二者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那么政府福利支出会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发
展，因为政府会成为非营利组织的重要资金来源（萨拉蒙，［１９９５］

２００８）。国外一些学者的经验研究中发现，政府支出与非营利组织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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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正向关系（Ｍａｒｃｕｅｌｌｅ，１９９８；Ｓａｘｔｏｎ　＆Ｂｅｎｓｏｎ，２００５）。
中国的民间组织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总体性社会体制消解过程中兴

起的，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制度环境。作为转型经济国家，中国正处
于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１变迁的进程之中：经济制度正从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社会保障制度正从“国家—单位保障制”向“国
家—社会保障制”转变（郑功成，２００２）。笔者认为，除了政府建构的直接针
对民间组织的规制性制度２之外，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过程也
影响着民间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形塑着民间组织发展的社会需求和制度空
间，另一方面关乎民间组织对所需资源的获取。各地区民间组织规模的差
异可能与其在经济制度和保障制度变迁进程上的差异有关。

１．在本文，笔者从广义上使用社会保障制度概念，在中国的官方界定中，它包含了各项社会
保险制度、社会救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及相关补充保障措施。

２．规制性制度主要是指政府所制定的关于民间组织成立和获得法人身份的制度及其实施状况。

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市场化是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重要前提和必
不可少的促进因素（方朝晖，１９９９；储建国，１９９９；俞可平，２００６）。市场
经济有助于消除政府的集权控制，为社会成员创造自由的公共空间。

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平等契约关系的经济，它首先要求参与的行动主
体拥有人身的自由权利和能力（陈福平，２００９）。正如托马斯·潘恩
（２００５：７９）所言，“只有在个人能够自由行使他们的天赋权利时，公民社
会才能繁荣起来。为公民社会形成提供机会的是市场而不是国家。”中
国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逐渐放松了对资源的控制力度和范围，

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引入市场机制取代再分配机制作为资

源分配的主导机制。市场化改革弱化了国家和单位制的控制，人们具
有独立的利益地位和自主的选择空间，社会变得日益开放与流动，出现
了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孙立平，１９９３）。另外，市场化进程降
低了政府配置资源的程度，催生了大量个体和私营经济主体，促进了相
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发育和形成。总之，市场化改革为民间组织的发
展创造了相对自主的公共空间和日益丰富的可用资源。
假设３犪　市场化程度假设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化程

度越高的地区，各类民间组织的规模和民间组织的总体规模越大。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形成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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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代理人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在社会保障的资金筹集和

服务配送中都占据着支配性地位。政府通过再分配制度筹集社会保障
资金，通过行政体系或者政府创办的公立福利机构来提供福利服务。
在这种模式下，公共部门取代了民间组织在社会保障领域的生存空间。
市场化改革之后，由于人民公社和单位制的瓦解、传统保障制度的弊
端，以及政府财力的局限，拓展社会空间成为政府推行社会保障多元化
的重要路径选择（熊跃根，２００１）。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替代性策
略之一是政府对公益组织授权，赋予民间组织一定的发展空间。公益
慈善事业已被官方正式认可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民间组织正
成为中国筹集慈善资源和递送福利服务的重要渠道。虽然中国的一些
地区已经出现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尝试（王浦劬等，２０１０），
但政府部门通过提供资助、委托民间组织来递送服务的局面尚未大规
模出现。正像某些学者（田凯，２００３）所指出的，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还
没有形成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的合作伙伴关系，社会保障服务绝大多
数还是通过行政体系或者公立的福利机构来完成。在现阶段，我国民
间组织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一种补充性的政策工具，在公共物品的提
供中扮演着“拾遗补缺”的角色。因此，笔者假设民间组织的发展与政
府社会保障支出之间更可能存在着一种反向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高，民间组织的规模会较小；政府的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低，民间组织的规模会较大。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
主要对公益慈善性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规模产生影响。
假设３犫　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假设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规模越小。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体系的

建立。在政府的推动下制定了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制度，将更多的人群
纳入到社会保险体系之中可能会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一方面社会保
险制度为人们提供了有保障的经济资源，进而会增加人们对慈善资源
的供给；另一方面它增强了人们购买非营利服务的能力，促进人们对公
益组织的需求。在城市里，无论是从１９９７年开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还是从１９９８年开始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些新的社会保险制度
都重新界定了个人、雇主和政府的责任，个人和雇主成为社会保险经费
的主要来源，政府主要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向需要照顾的人群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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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虽然政府在社会保险经费中不再承担主要责任，但是政府仍是这
项制度的推动者、设计者、执行者和监管者。因此，地方政府是影响各地
区社会保险覆盖率进程的重要行动主体。新的社会保险体系，尽管国家
已经确立了适度普惠型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仍在实现过程之中，各地区
政府的推进速度明显有快有慢。社会保险覆盖程度可能主要对公益慈
善性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规模产生影响。
假设３犮　社会保险覆盖程度假设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

会保险覆盖率越高的地区，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规模越大。

三、变量、数据和方法

（一）变量及其测量
１．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地区差异。笔者从数量规

模的角度研究民间组织的发展，并从省级层次来分析地区差异。不仅
研究民间组织的总体规模，而且还研究三种不同类型民间组织（社会团
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规模。三类组织在服务对象和活动内
容上存在一定差异，尽管选取相同的自变量，但自变量的影响程度和方
向可能会随因变量的变化而变化。

１．括号里是对变量指标的简称。为节约篇幅，在下文中笔者有时会用到这种简称，特别是在
统计表格中。

由于各省民间组织数量与人口数量之间存在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各省民间组织总数、社会团体数量、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和
基金会数量与人口数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７６、０．８０、０．６５、０．３９，所以用民
间组织密度来调整人口数的影响，即每十万人口所拥有的民间组织数量
（总体的或不同类型的），把相对规模而不是绝对规模作为因变量。因此，
笔者使用四个指标来测量各省每年的民间组织密度，即民间组织总体密度
（总体密度）１、社会团体密度（社团密度）、民办非企业单位密度（民非密度）
和基金会密度。变量指标的界定和统计描述参见表１。

２．自变量
对于每一种理论视角笔者都选择了多个变量指标来测量。关于各

个变量指标间的简单相关关系参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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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用老年人口比例、少儿人口比例和城镇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
占就业人员总数比例（农民工比例）三个指标来测量社会痛苦程度。１

老年人口比例是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它反映了一个省的
老龄化程度。少儿人口比例是０－１４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单
位使用农村劳动力占就业人员总数比例反映了一个省份使用农民工的

程度。对于需求异质性程度，用非农业户籍人口比例（非农人口比例）
这一指标来测量。虽然城市人口比例相比于非农业户籍人口比例可以
更好地反映一个省份的城市化水平。之所以使用后者而不是前者，是
因为城市人口比例的分省数据缺失较为严重而且统计口径不一。
供给：为了测量人力资源，笔者使用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专业人员

比例）这个指标。专业技术人员比例等于某年度一个省份的专业技术
人员数量除以职工人数。对于经济资源，笔者使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城镇人均收入）这个指标来测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原始数据都是按当年价格给出的。为了增加年度
可比较性，以２０００年为基年，分别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城镇的
消费物价指数对原始数据进行了通货膨胀平减处理，然后对其取自然
对数。

１．贫困人口比例可能是测量社会痛苦程度的另一个更好指标，但我们无法获得相关数据。

制度：根据以往研究（樊纲等，２００９；郝大海、李路路，２００６）和数
据可得性，选取财政支出占ＧＤＰ比重（财政支出比重）这个指标来测
量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它是测量市场化程度的一个负向指标。
财政支出占ＧＤＰ比重越高，说明政府分配经济资源的程度越高，而
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程度越低，即市场化程度越低；反之，市场化程
度越高。
对于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笔者使用人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人均社

保支出）、每万名非农户籍人口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城镇低保比
例）和每万名农业户籍人口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农村低保比例）
三个指标来测量。人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等于社会保障支出除以人口
数，并以２０００年为基年，利用各省的消费物价指数进行了平减处理。
根据以往研究（柯卉兵，２０１０），各省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在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年等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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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补助三项加总，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１。对于社
会保险覆盖率，使用非农户籍人口中享受基本医疗保险人口比例（城镇
医保比例）和非农户籍人口中享受社会养老保险人口比例（城镇养老比
例）两个指标来测量。

１．因为《中国统计年鉴》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对财政支出的项目分类进行了调整。

２．下文简称省或省份。

（二）数据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由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

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劳动
统计年鉴》等多种来源集合整理而成。数据涵盖了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８
年８年间中国内地３１个省（直辖市、自治区）２的各类民间组织数量，以
及人口、社会和经济特征等多方面信息，以年度—省份为分析单位，属
于面板数据。研究中所有的变量都是２４８个有效观测值。之所以使用
分省多年的面板数据，主要是为了增加样本量，从而增加统计分析的自
由度和估计的有效性。笔者选择２００１年作为起点，因为从这一年开始
才有可用的和相对可靠的关于各类民间组织数量的分省统计数据。
各省每年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数量和民间组织总

数来自《中国民政统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在２００２年以前的《中国
民政统计年鉴》中，基金会属于社会团体的一个子类，基金会的数量被包
含在社会团体之中，笔者把基金会和社会团体的数量分开统计。农村和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也来自历年的《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各省每年的总人口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专业技术人员数

量、职工人数、就业总人数、财政总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以及ＧＤＰ等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或根据相
关数据计算而来。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一项缺失２００８年的数据，根据年
度增长率相同的假定进行了缺失处理，即假定２００８年相比于２００７年
的增长率与２００７年相比于２００６年的增长率相同。
少儿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比例和各地区非农业户籍人口比例等数

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
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或根据相关数据计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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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人数、社会养老保险人数和城镇单位使用农村劳动
力占就业人员总数比例等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其中，城镇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占就业人员总数比例没有２００８
年的数据，根据年度增长率相同的假定对缺失数据进行了处理。

（三）统计模型设定
由于所使用数据中包含的所有变量都是对３１个省份８年的观测，

属于面板数据，这类数据有可能违反普通最小平方估计（ＯＬＳ）所要求
的误差随机变量独立的假设，可能会导致参数估计出现偏差。为了纠
正这个偏差，笔者使用静态的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来进行参
数估计，见公式（１）。

Ｙｉｔ ＝α＋β′Ｘｉｔ＋μｉ＋εｉｔ （１）

其中，ｉ＝１，２，３，…，Ｎ，表示有Ｎ 个截面，在本文是３１个省份；ｔ＝１，

２，３，…，Ｔ，表示有Ｔ个时间，在本文是８个年度；Ｙｉｔ是省份ｉ在时间ｔ
时因变量（民间组织密度）的值；Ｘｉｔ为Ｋ×１列自变量向量，Ｋ为自变
量的个数，β′为Ｋ×１列系数向量。面板数据模型的误差项由μｉ和εｉｔ
两部分构成。对于特定省份ｉ而言，μｉ表示那些与省份有关的不随时
间改变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无法直接观测或难以
量化的，一般称其为个体效应。εｉｔ 概括了随截面和时间而变化的不可
观测因素，通常被称为特异性误差或特异干扰项。对“个体效应”的处
理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视其为不随时间改变的固定性因素，相应的
模型称为“固定效应”模型；另一种是视其为随机因素，相应的模型称为
“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中的个体差异反映在每个个体都有一
个特定的截距项上；随机效应模型则假设所有的个体具有相同的截距
项，个体的差异主要反应在随机干扰项的设定上。

在统计分析中，固定效应显著性检验主要是看个体间的个体效应
（即μｉ）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果不存在显著差异，则采用ＯＬＳ进行估
计即可；如果存在显著差异，则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经检验本研究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明显优于ＯＬＳ模型。

对于面板数据的统计分析是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
型，一般通过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来判断。笔者分别对本研究涉及的四个模

型进行了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表明：以民间组织总体密度（χ
２
＝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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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９７２）、社会团体密度（χ
２
＝１７．４３，Ｐ＝０．３５８）、民办非企业单位密

度（χ２＝１７．２３，Ｐ＝０．３７１）和基金会密度（χ
２
＝１８．７５，Ｐ＝０．２８２）为因

变量的四个模型都适合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考虑到数据涉及对同一省份的多次观察，随机误差项可能存在异方
差和自相关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对这些多次观察中同一省份的内在变化
做出控制。笔者在四个模型中都运用了怀特（Ｗｈｉｔｅ，１９７８；Ｈｕｂｅｒ，１９６７）

的稳健标准误转换，并结合罗杰斯（Ｒｏｇｅｒｓ，１９９３）针对集群数据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发展的演算法，来调整标准误。另外，通过加
入年度虚拟变量来控制对同一省份的多年观察可能存在的不可观测的

时间效应。

１．在本文，把在民政部注册的国家级民间组织排除在分析之外。

四、研究发现

（一）民间组织密度的省际差异
２００１年，中国各省共有各类民间组织２０９　２９７个，其中社会团体

１２６　０１６个，占６０．２１％；民办非企业单位８２　１２８个，占３９．２４％；基金
会１　１５３个，占０．５５％。１２００８年，民间组织总数达到４１１　７１３个，其中
社会团体２２７　９００个，占５５．３５％；民办非企业单位１８２　３４９个，占

４４．２９％；基金会１　４６４个，占０．３６％。由此可见，中国民间组织的总体
规模很大程度上是由影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因素决定的。

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８年间，中国省域民间组织密度（每十万人中组织数
量）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民间组织密度的省际差异也十分明显且呈
现出扩大趋势。表３运用省域民间组织总体密度和各类民间组织密度
的标准差刻画了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８年民间组织省际差异的变动趋势。从中
可以发现，在这８年期间，民间组织总体密度、社会团体密度和民办非
企业单位密度的省际差异基本上处于扩大趋势；基金会密度的省际差
异经历了一个先下降而后上升的变动过程。

２００１年，民间组织总体密度最高的是浙江，每十万人３５．５９个；密
度最低的是贵州，每十万人７．６７个；前者是后者的４．６４倍。到了２００８
年，民间组织总体密度的省际差异进一步扩大，其标准差从２００１年的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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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省域民间组织密度的统计描述

年度
总体密度

均值 标准差

社团密度

均值 标准差

民非密度

均值 标准差

基金会密度

均值 标准差

２００１　１６．３７１　 ７．１４９　 １０．８６４　 ３．８５３　 ５．３７３　 ５．２３４　 ０．１３４　 ０．１２７
２００２　１８．８８３　 ８．６０２　 １１．１７３　 ３．９４３　 ７．５７３　 ６．６４３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３
２００３　２０．５２３　 ９．０２８　 １１．７８５　 ３．８７７　 ８．６２０　 ６．９３９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９
２００４　２２．１３６　 ９．２０９　 １２．６３６　 ３．８９７　 ９．４０７　 ７．００７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７
２００５　２４．７２７　 ９．１９４　 １４．１５７　 ４．２５０　 １０．４７２　 ６．９１７　 ０．０９８　 ０．１０２
２００６　２７．２５４　 ９．５７８　 １５．７３５　 ４．８４８　 １１．４０３　 ７．１０３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８
２００７　２９．７７７　１０．０２７　 １７．３９１　 ５．８６０　 １２．２５６　 ７．１６８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７
２００８　３２．９１４　１３．６１４　 １９．７０６　１０．７６５　 １３．０５８　 ７．１０７　 ０．１４９　 ０．１４５

增加到１３．６１。２００８年民间组织密度最高的是宁夏，为每十万人８２．８６
个；最低的是西藏，每十万人１０．６６个；前者是后者的７．７７倍。

三种类型民间组织也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２００１年，社会团体
（中国民间组织中的最大类型）密度最高的是浙江，每十万人２０．８６个；

密度最低的是贵州，每十万人５．８４个；前者是后者的３．５７倍。从２００１
年到２００８年，社会团体密度的省际差异进一步扩大，其标准差从３．８５增
加到１０．７７。２００８年，社会团体密度最高的是宁夏，为每十万人７０．５２
个；最低的是西藏，每十万人１０．０４个；前者是后者的７．０３倍。

２００１年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国民间组织的第二大类型）密度最高
的是山东，每十万人２６．５７个；密度最低的是西藏，为０个。从２００１年
到２００８年，民办非企业单位密度的省际差异进一步扩大，其标准差从

５．２４增加到７．１１。２００８年，民办非企业单位密度最高的仍是山东，每
十万人３４．８０个；最低的仍是西藏，每十万人０．３１个；前者是后者的

１１２．２６倍。
基金会的密度相当低，这反映出其在民间组织中占的份额非常小。

２００１年，基金会密度最高的是西藏，每十万人０．５７个；密度最低的是
重庆，为０．００７个；前者是后者的８７．７４倍。到２００８年，基金会密度最
高的是北京，每十万人０．６１个；密度最低的是贵州，每十万人０．０２个；
前者是后者的２５．６４倍。

以上数据表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根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的面板数据，民间组织的总体密度与两个最大类型的密
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与社会团体，ｒ＝０．７９；与民办非企业单
位，ｒ＝０．８４）。但民间组织三种类型的密度之间并不高度相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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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密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３２，社会团体与基
金会的密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３０，民办非企业单位与基金会的密度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１７。因此，分别研究不同类型民间组织的影响因
素是适当的。

（二）民间组织密度差异解释：需求、供给与制度
为了研究需求、供给和制度三种理论对民间组织密度的解释程度，

笔者同时将每种理论的变量指标纳入回归模型（见表４）。从模型１到
模型４对应的因变量分别是民间组织的总体密度、社会团体密度、民办
非企业单位密度和基金会密度。由表４可见，变量组合与民间组织密
度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分别解释了民间组织总体密度、社团密度、民非
密度和基金会密度省份之间差异的３９．７％、１３．５％、３７．９％和８３．３％。
需求、供给和制度理论对民间组织密度的省际差异都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影响不同类型民间组织密度的具体因素有所不同。
社会需求变量对民间组织密度存在影响，特别是非农户籍人口比

例与各类民间组织的密度和总体密度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
假设１ｂ得到证实。这表明了需求异质性对于各类民间组织的发展均
具有诱致作用，城市化水平越高的省份，民间组织的相对规模越大。城
镇单位使用农民工的比例与民办非企业单位密度和基金会密度（Ｐ＜
０．１）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公益类民间组织的发展
能够反映农民工的需求。老年人口比例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密度有着
显著（Ｐ＜０．１）的正向影响，说明一个地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密切
地反映了老年人口的需求。而基金会的密度与少儿人口比例和老年人
口比例不存在显著的关联。社会团体密度与少儿人口比例、老年人口
比例和农民工比例这三个之间都不存在显著的关联。一个地区公益类
民间组织的发展能够反映某些弱势群体的需求，社会痛苦程度对于社
会团体的发展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假设１ａ得到部分证实。
在供给方面，无论是人力资源供给，还是经济资源供给，都有力地

促进了民间组织的发展。不过，对不同类型民间组织产生显著影响的
资源类型有所不同。人力资源的供给对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极为
重要，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越高的省份，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密度越高。专
业技术人员比例对于民间组织的总体密度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然而
社会团体和基金会的密度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虽然有正向联系，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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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上并不显著。因此，人力资源越丰富的地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密
度越高，假设２ａ得到部分证实。另外，从经济资源的供给来看，城镇居民
收入水平对于民间组织发展存在着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对于社会团体
和基金会在统计上是显著的（Ｐ＜０．１）。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
社会团体密度和基金会密度都越高。因此，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对于社
会团体和基金会的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２ｂ得到部分证实。
制度变迁因素也会影响民间组织发展。除了基金会密度之外，财

政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对社团密度、民非密度和总体密度都具有负向影
响，而且这种负向影响对于民间组织总体密度（Ｐ＜０．１）在统计上是显
著的。这说明财政支出占ＧＤＰ比重越低的地区，民间组织总体密度越
高。财政支出占ＧＤＰ比重对基金会密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一
个地区基金会的密度并不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增加而提高，而是相反。
这种结果可能与８年间得到政府资助的官办基金会所占比重较大有关
系。总体而言，统计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
民间组织的发展，假设３ａ得到部分证实。
统计结果不支持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公益类民间组织发展之

间存在负向关系的假设，这说明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中国省级地区，政府
社会保障支出对于民间组织的发展并不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假设３ｂ
没有得到证实。只有农村低保比例与基金会的密度存在显著的负向关
联，这表明政府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降低了基金会的供给。与
预期相反，人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民非密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表明政府与民办非企业单位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合作关系模式，政
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来购买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服务，政府的财政资助
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重要经费来源。因此，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越高
的地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规模也越大。城镇低保比例对各类民间组
织和民间组织总体密度不存在显著影响。农村低保的比例对于社会团
体和民间组织总体密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对农
村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增加了资源供给，从而有助于社会团体和民间
组织总体的发展。测量社会保险覆盖率的两个指标，城镇医保比例和
城镇养老比例，都对各类民间组织的发展存在正向影响。前者只对民
办非企业单位密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后者对于民非密度、基金会密
度和民间组织总体密度都存在着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城镇居民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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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养老保险覆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公益类民间组织的增加，假设３ｃ基
本得到证实。

五、结论与讨论

解释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地区差异的需求、供给和制度理论都在本
研究得到了较强或一定程度的支持。任何单一的理论视角都无法充分
理解中国民间组织在转型时期的发展状况。社会需求结构、资源供给
状况和制度变迁进程等多种力量共同决定着中国省域民间组织的发展

规模和类型构成。同时，研究表明基于西方经验提出的需求和供给解
释对于认识作为经济转型国家的中国的民间组织发展状况也有较强的

适用性。不过，中国特有的制度变迁过程本身也构成了影响民间组织
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一，中国各省份民间组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当地的社会

需求结构。在测量社会痛苦程度的指标中，老龄化水平对民办非企业
单位的密度、城镇单位使用农民工比例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
密度具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一个地区的需求异质性程度也对
各类民间组织的发展都存在较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一个地区的城
市化水平是各类民间组织发展较好的指示器，而公益类民间组织的发
展基本上也能反映农民工和老年人等弱势人群的社会需求。
第二，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越丰富的地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越繁

荣。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越高的省份，民办非企业单位和民间组织的总
体密度越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越高的省份，社会团体和基金会越高。
可见，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是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三，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模式表现出了作为经济转型国家的特

点，地区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程度影响着民间组织的规模
和类型。本研究表明，市场化进程基本上有利于民间组织的发展。财
政支出占ＧＤＰ比重越低的省份，民间组织的总体密度越高。城镇居民
医疗和养老保险覆盖率的提高有助于各类民间组织的发展，特别是明
显促进了公益类民间组织密度的提高。人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城镇
低保比例和农村低保比例这三个指标的统计结果表明，在中国的当前
阶段，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民间组织规模之间尚未呈现出十分明
确的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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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不同类型民间组织的发展有着相对不同的动力机制。社会团体
的发展主要受到需求异质性、经济资源供给和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
对其具有显著影响的具体指标有非农人口比例、城镇人均收入和农村低保
比例。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受到社会痛苦程度、需求异质性、人力资源供
给、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保险覆盖率的影响，对其产生显著影响的具
体指标有老年人口比例、农民工比例、非农人口比例、专业人员比例、人均
社保支出、城镇医保比例和城镇养老比例。基金会主要受到社会痛苦程
度、需求异质性、经济资源供给、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保险覆盖率的影
响，对其产生显著影响的具体指标有农民工比例、非农人口比例、城镇人均
收入、财政支出比重、农村低保比例和城镇养老比例。
从地区层面研究民间组织发展的动力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以往关于中国民间组织的研究，无论是基于个案比较，还是基于国
家总体，主要集中于探讨政府的规制性制度对于民间组织发展的影响，
以及中国社会正在浮现出怎样一种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模式。但对
于到底哪些因素驱动和影响着转型时期中国地区层面民间组织的发展

仍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实际上，民间组织的发展不仅受制于国家层
面的制度环境，更嵌入于具体的地方社会之中。本研究尝试结合需
求—供给解释和制度主义理论来系统地理解在转型时期中国民间组织
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认识省级民间组织的发展规模和类型构
成，一方面要考虑地方社会的需求结构和资源供给，另一方面要关注地
区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进程。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民
间组织的发展并不完全受控于政府方面的规制，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
了社会方面的需求结构和资源状况。
关于民间组织发展动力学的探讨对于认识和发挥民间组织的作

用，以及更好地促进其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民间组织并
不会自动地满足市场或政府失灵遗留下来的社会需求。虽然在“小政
府大社会”的政府和社会体制改革背景下，人们对民间组织寄予厚望，
希望它们能够成为解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和社会

问题的有效方案，但民间组织并不能自动且充分地满足各类贫困和弱
势群体的需求。比如，在本研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并没有明显地对少
儿人口的需求做出反应，基金会也没有明显地对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
需求做出反应。当人们在期望民间组织承担更大社会责任的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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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识到潜在的社会需求并不一定自动转化为民间组织的供给。第
二，民间组织的创立运转和功能发挥有赖于社会企业家和慈善资源的
充沛供给。笔者的研究表明，无论何种类型的民间组织都依赖于人力
资源或经济资源的供给，这些资源越丰富的地区，民间组织越兴盛。只
有保证充分的资源供给，才能指望民间组织满足潜在的社会需求。这
种资源的供给一方面取决于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
增多，以及志愿精神和慈善文化的培养；另一方面也与人们的收入水
平、政府税收政策对人们捐赠行为的引导有很大关系。第三，地区层面
的制度环境既影响着民间组织的发展，也影响着其功能发挥。地方政
府主导下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间组

织的发展规模和类型构成，特别是市场化程度和社会保险覆盖率的提
高会显著地推动一个地区民间组织的增长。国外研究表明，政府的福
利支出既可能排挤民间组织的发展，也可能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本
研究认为，在中国当前的转型时期，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对民间组织
的发展并不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相反，政府社保支出与民办非企业
单位的发展已显露出合作关系模式的端倪。在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
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和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笔者认为加强
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探索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伙伴关系模
式的契机已经到来。

１．所谓“双重管理体制”，就是民间组织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之前，必须要找到一家合乎规定
的业务主管单位，并接受业务主管单位的日常管理。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首先，由于研
究对象的数据可得性，本研究的统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无法准确地反
映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全貌。中国的民间组织并不限于民政部门登记
注册的民间组织。主要由于“双重管理体制”１和过高的登记门槛使得
大量民间组织不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而且这类草根民间组织的数
量可能远远大于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间组织数量。在民政部门注册的
社会组织和草根民间组织的生成路径和发展机制可能存在一定的差

异，但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于这两类组织都具有适用性。这两类
民间组织的发展都会受到社会需求和资源供给的影响，只不过草根民
间组织更可能自发地对社会需求做出反应，并且更强烈地受到民间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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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资源供给状况的影响。即使政府主导下成立的民间组织也会考虑社
会需求，只是这种考虑反映了政府的偏好和对社会需求的认知。一个
地区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间组织和草根民间组织数量都会受到地方政

府规制性制度的影响。由于各级地方政府对在本地范围内活动的民间
组织具有相对自主的管理权限，因此不同地方政府对民间组织发展的
控制程度（进入限制程度）可能不一样，比如在执行登记注册标准上松
紧不一，这可能造成民间组织规模在地区之间的差异。不过，政府的规
制性制度对注册民间组织和草根民间组织发展的影响方向可能是不同

的。由此可以预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民间组织登记注册控
制越严格的地区，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间组织数量会越少，而草根民间
组织数量会越多。
其次，笔者用来测量每种理论视角的变量指标并不是任何一个都

对民间组织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也并不是都符合我们预期的影响
方向。比如，少儿人口比例和城镇低保比例这两个指标对任何类型的
民间组织都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财政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人均社保支
出、农村低保比例和城镇低保比例这三个指标对某些类型民间组织密
度影响方向与我们的预期相反。由于使用的官方统计资料，对于某些
变量缺乏更有效的测量指标，所以测量三种理论视角的个别变量指标
并非完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本研究理论视角的检验力度。而
且，从模型的整体解释效果来看，还有一些影响因素我们并没有
考虑到。
再次，本研究的定量分析假定一个省份在某一年的民间组织密度

受其当年的需求、供给和制度特征的影响，并没有考虑自变量对因变量
的影响可能存在时间滞后性的问题，对于每一个变量发挥作用的滞后
时间也不易确定。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引入地区制度变迁因素的
影响，笔者所使用的变量指标都是连续变量，进而假定省份的制度变迁
进程与民间组织的发展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但也有可能存在这样的
情况，即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环境存在的并不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是性
质上的区别，因此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与民间组织规模之间可能
会存在多种模式，例如可能在有些省份二者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在有
些省份则是相互合作的关系。总之，本研究只是对民间组织地区发展
动力的一个初步研究，试图为进一步的定量分析提供一个讨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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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ｎｕ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６３（３）．

Ｂｉｅｌｅｆｅｌｄ，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２０００．“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ｓ：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ＣＣＳ
ｄａｔａ．”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９（２）．

Ｂｏｏｔｈ，Ａ．，Ｄｏｕｇｌａｓ　Ｈｉｇｇｉｎｓ，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１９８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Ｆｕｎｄ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ｂｙ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８（１）．
陈福平．２００９．强市场中的“弱参与”：一个公民社会的考察路径［Ｊ］．社会学研究（３）．

［Ｃｈｅｎ　Ｆｕｐｉｎｇ．２００９．“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ｅａｋ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ｔｏ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ｖｅｓ，Ｍａｒｋ．１９９８．“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ｔｈ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Ｗ．Ｗ．Ｐｏ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Ｅ．Ｓ．
Ｃｌｅｍｅｎｓ．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ＣＴ：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储建国．１９９９．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Ｃｈｕ　Ｊｉａｎｇｕｏ．１９９９．“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ｒｂｉｎ，Ｊｏｈｎ　Ｊ．１９９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８（３）．

Ｄｏｕｇｌａｓ，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Ｗ．Ｗ．Ｐｏｗｅｌｌ．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ＣＴ：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２００９．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２００９年报告
［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Ｆａｎ　Ｇａｎｇ，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ｕ，ａｎｄ　Ｚｈｕ　Ｈｅｎｇｐｅｎｇ．２００９．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０９．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范明林．２０１０．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基于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视角的比
较个案研究［Ｊ］．社会学研究（３）．［Ｆａｎ　Ｍｉｎｇｌｉｎ．２０１０．“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ＮＧＯ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方朝晖．１９９９．对９０年代公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反思［Ｊ］．天津社会科学（５）．［Ｆａｎｇ
Ｃｈａｏｈｕｉ．１９９９．“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９９０’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高丙中．２０００．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Ｇａｏ　Ｂ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２０００．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ｒｎｂｊｅｒｇ，Ｋｉｒｓｔｅｎ　Ａ．ａｎｄ　Ｌａｕｒｉｅ　Ｐａａｒｌｂｅｒｇ．２００１．“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ｚ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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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求、资源供给、制度变迁与民间组织发展



ＣＴ：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郝大海、李路路．２００６．区域差异改革中的国家垄断与收入不平等———基于２００３年全国
综合社会调查资料［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Ｈａｏ　Ｄａｈａｉ　ａｎｄ　Ｌｉ　Ｌｕｌｕ．２００６．Ｓｔａｔｅ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Ｒｅｆｏｒ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２００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ｕｂｅｒ，Ｐｅｔｅｒ　Ｊ．１９６７．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１）．

Ｊａｍｅｓ，Ｅ．１９８７，“Ｔｈ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Ｗ．Ｗ．Ｐｏｗｅｌｌ．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ＣＴ：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康晓光、韩恒．２００５．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Ｊ］．社会学研究
（６）．［Ｋａｎｇ　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ｎ　ｈｅｎｇ．２００５．“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柯卉兵．２０１０．分裂与整合：社会保障地区差异与转移支付研究［Ｍ］．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Ｋｅ　Ｈｕｉｂｉｎｇ．２０１０．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Ｌｅｅ，Ａ．Ｊ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ｒｔｏｎ　Ａ．Ｗｅｉｓｂｒｏｄ．１９７７．“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Ｂｕｒｔｏｎ　Ａ．Ｗｅｉｓｂｒｏｄ．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ＭＡ：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

Ｌｉｎｃｏｌｎ，Ｊａｍｅｓ　Ｒ．１９７７．“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５８（３）．

Ｍａｒｃｕｅｌｌｏ，Ｃａｒｍｅｎ．１９９８．“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ｉｚｅ：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Ｓｐａｉｎ．”Ａｎｎｕ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６９（２）．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Ｍ．１９８７．“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Ｂｏａｒｄｓ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Ｗ．Ｗ．Ｐｏｗｅｌｌ．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ＣＴ：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潘恩，托马斯．２００５．人权论［Ｇ］／／社会与政治原理．迈克尔·基梅尔、查尔斯·斯蒂
芬，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Ｐａｉｎｅ，Ｔｈｏｍａｓ．２００５．“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Ｍａｎ．”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Ｋｉｍｍｅｌ，Ｍ．Ｓ．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ｆｅｆｆｅｒ，Ｊ．ａｎｄ　Ｇｅｒａｌｄ　Ｒ．Ｓａｌａｎｃｉｋ．１９７８．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　＆Ｒｏｗ．

Ｒｏｇｅｒ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１９９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Ｓｔ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ｒｉｎ３（１３）．

Ｓａｌａｍｏｎ，Ｌｅｓｔｅｒ　Ｍ．ａｎｄ　Ｈｅｌｍｕｔ　Ｋ．Ａｎｈｅｉｅｒ．１９９８．“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Ｖｏｌｕｎｔ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９（３）．
萨拉蒙，莱斯特．［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的政府与非营利组
织的关系［Ｍ］．田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Ｓａｌａｍｏｎ，Ｌｅｓｔｅｒ　Ｍ．（１９９５）２００８．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ｉａｎ　Ｋａｉ．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萨拉蒙，莱斯特，等．［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Ｍ］．贾西津，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Ｓａｌａｍｏｎ，Ｌｅｓｔｅｒ　Ｍ．，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２００２．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Ｊｉａ　Ｘｉｊｉｎ　ｅｔ　ａｌ．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Ｃｈｉｎａ）．］

·００１·

社会·２０１１·６



Ｓａｘｔｏｎ，Ｇｒｅｇｏｒｙ　Ｄ．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Ａ．Ｂｅｎｓｏｎ．２００５．“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８６（１）．

Ｓｅｉｂｅｌ，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９９０．“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ｉｒｄ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Ｖｏｌｕｎｔ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１（１）．
孙立平．１９９３．“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论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变
迁［Ｊ］．探索（１）．［Ｓｕｎ　Ｌｉｐｉｎｇ．１９９３．“Ｆｒｅ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Ｓｐａｃｅ：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ｆｏｒｍ．”Ｐｒｏｂｅ（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陶传进．２００３．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一种批判的视角［Ｊ］．社会学研究（１）．

［Ｔａｏ　Ｃｈｕａｎｊｉｎ．２００３．“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田凯．２００３．机会与约束：中国福利制度转型中非营利部门发展的条件分析［Ｊ］．社会学
研究（２）．［Ｔｉａｎ　Ｋａｉ．２００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ＰＯ’ｓ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涂尔干，埃米尔．［１８９３］２０００．社会分工论［Ｍ］．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Ｅｍｉｌｅ．（１８９３）２０００．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Ｑｕ　Ｄｏ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ＤＸ　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王名，主编．２００８．中国民间组织三十年———走向公民社会［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ｅｄｓ．）．２００８．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７８－２００８．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Ｃｈｉｎａ）．］

王名、刘求实．２００７．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Ｇ］／／王名，主编．中国非营利评
论（第１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ｕ　Ｑｉｕｓｈｉ．２００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ＮＧ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Ｃｈｉｎａ）．］

王浦劬、莱斯特·Ｍ．萨拉蒙，等，著．２０１０．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
球经验分析［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Ｗａｎｇ　Ｐｕｑｕ，Ｌｅｓｔｅｒ　Ｍ．Ｓａｌａｍｏｎ，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王绍光、何建宇．２００４．中国的社团革命———中国人的结社版图［Ｊ］．浙江学刊（６）．

［Ｗａｎｇ　Ｓｈａｏｇ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ｅ　Ｊｉａｎｙｕ．２００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ｅｉｓｂｒｏｄ，Ｂｕｒｔｏｎ　Ａ．１９７４．“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ａ
Ｔｈｒｅｅ－Ｓｅｃｔ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Ｅ．Ｐｈｅｌｐ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ｕｓｓｅｌ　Ｓａｇｅ．

Ｗｈｉｔｅ，Ｈａｌｂｅｒｔ．１９７８．“Ａ　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ｎｄ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４８（４）．

Ｗｏｌｃｈ，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Ｒ．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Ｋ．Ｇｅｉｇｅｒ．１９８３．“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１５（８）．

吴玉章、谢海定、刘培峰．２０１０．中国民间组织大事记（１９７８－２００８）［Ｍ］．北京：社会科
学文 献 出 版 社．［Ｗｕ　Ｙｕ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Ｘｉｅ　Ｈａｉｄｉｎｇ，ａｎｄ　Ｌｉｕ　Ｐｅｉｆｅｎｇ．２０１０．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ＮＧＯ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Ｃｈｉｎａ）．］

谢海定．２００４．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Ｊ］．法学研究（２）．［Ｘｉｅ　Ｈａｉｄｉｎｇ．２００４．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Ｃｏｒ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熊跃根．２００１．转型经济国家中的“第三部门”发展：对中国现实的解释［Ｊ］．社会学研究
（１）．［Ｘｉｏｎｇ　Ｙｕｅｇｅｎ．２００１．“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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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求、资源供给、制度变迁与民间组织发展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ｏｕｎｇ，Ｄｅｎｎｉｓ　Ｒ．２０００．“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９（１）．
俞可平．２００６．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Ｊ］．中国社会科学（１）．［Ｙｕ

Ｋｅｐｉｎｇ．２００６．“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俞可平．２００２．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Ｙｕ　Ｋｅｐｉｎｇ．２００２．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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